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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声忆

神秀慧能“呈心偈”解析

一、六祖“呈心偈”的问题与争论
1900年，敦煌宝藏被发现，这个发现和其他发现一起

被王国维先生列为“中国学问”自汉代以来的第三大发现
之一。 〔1〕

1923年，日本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敦煌文书中
发现了《坛经》抄本，1928年敦煌斯坦因抄本 《坛经》经
过校写后收编于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四十八卷，全称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
梵寺施法坛经》，与此前汉地的通行本《坛经》对照，一般
称此为《敦斯本·坛经》。

1943年，中国史学家向达到敦煌访查古写经，于敦煌
名士任子宜先生处目睹并复抄了发现于敦煌千佛山上寺的

《坛经》写本。向达先生在1950年《西征小记》一文中对此
作了介绍，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关注。后该抄本被敦煌博
物馆收藏。杨曾文教授对该抄本进行校写，于1993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名为《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001年由宗
教出版社再版，名为《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般称杨
曾文教授所校写本为《敦博本·坛经》。
不唯如此，1930年罗福成对西夏文《坛经》进行了释

文，登载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
专号》。 〔2〕 一般称此为《西夏文·坛经》。
这三种《坛经》所记六祖慧能大师的“呈心偈”都是

两首：

“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
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

处染尘埃。” 〔3〕

而以《宗宝本·坛经》为代表的通行本《坛经》则记为
一首：

“惠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4〕

而神秀大师的“呈心偈”则在通行的 《宗保本·坛经》
与《敦斯本·坛经》、《敦博本·坛经》及《西夏文·坛经》中
皆相同：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对于六祖慧能“呈心偈”的两首与单一“本来无一物”

的差异，当时的学问大家胡适之先生给予了关注，在《所谓
“六祖呈心偈”的演变》一文中认为：

“可以看出慧能故事的作者拟作了两首偈，而没有决定
用哪一首，就把两首暂时都保存在稿本里。敦煌写本此节保
存的正是这两首原稿的状态……十一世纪西夏文译的 《坛
经》残本还保存这两首的原样子。” 〔5〕

在《坛经考二》一文中，胡适之先生云：
“慧能的心偈，敦煌本有两首，慧昕本删并为一首。”〔6〕

“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7〕

胡适之先生的意思是“本来无一物”的单一偈颂是慧昕
“删并”敦斯本的两个偈颂而成的，并且作了比较大的改动。
但胡适之也承认“慧昕增添的地方都不很高明，但他删去的
地方都比原本好得多”， 〔8〕 这话的后半句颇令人费解，什

么叫“删去的地方比原本好得多”？胡适之又云“这些地方
（指偈颂的删削），虽然都是改变古本面目，在文字技术上却

是一大进步”。 〔9〕 也就是说，“本来无一物”的单一偈颂
要比敦煌本的两个偈颂要好些。
胡适之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利用敦煌文献，首开中国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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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现代研究之先河，但胡适之的研究特点也十分明显：

第一，认为存在一个《坛经》古本，以后诸本《坛经》
都是来自古本《坛经》。
第二，敦煌本《坛经》是所见最古本，以两首“呈心

偈”为特征，只有一首“呈心偈”的诸本 《坛经》，都是
“删并”篡改的结果。
继胡适之先生之后，另外一位大师陈寅恪先生于1932年
在《清华学报》第七期第二卷发表了《禅宗六祖慧能传法偈
之分析》一文。陈寅恪先生认为：

“神秀慧能传法偈坛经诸本及灯录等书所载，其字句虽
间有歧异之处，而意旨则皆相符会。” 〔10〕

陈寅恪先生通过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今神秀慧能之偈仅得关于心者之一半。其关于身之一
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然古今传诵，以为绝妙好
词，更无有疑之者，岂不怪哉！” 〔11〕

两位大师的研究风格迥异，如果说胡适之认同“呈心
偈”差异并试图对这种差异进行解释，那么陈寅恪先生则淡
化这种差异，似乎不想对此有任何解释，并在分析之后把神

秀、慧能的“呈心偈”全部否定了。
究竟该如何看待六祖慧能“呈心偈”在不同版本中被记
载的差异呢？

二、六祖“呈心偈”的差异系统
经学界诸位前辈的挖掘、研究，除 《敦斯本·坛经》、

《敦博本·坛经》、《西夏文·坛经》外，已经行世并存世的
《坛经》尚有公元967年的《慧昕本·坛经》、公元1076年开始
到1883年不断刊刻的《德异本·坛经》、 〔12〕 1291年的《宗
保本·坛经》、1318年的《净戒本·坛经》。 〔13〕 从慧昕本到

净戒本，虽然品目之有无、篇幅之大小有差别，但六祖慧能
之“呈心偈”皆为一首，同于宗保本所载。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就慧能“呈心偈”而
言，敦斯本、敦博本、西夏本《坛经》构成一个系统，所载
慧能“呈心偈”皆为两首，且内容相同。
根据荣新江、邓文宽《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的
研究，敦斯本与敦博本均为蝴蝶式册子装，但“敦博本与北
图本接近，极少明显的河西方言特征；斯坦因本的河西方言

特征极为明显。结合敦煌的历史，斯坦因本应当产生于十世
纪，即河西方言占主导地位的曹氏归义军时期。 〔14〕 而敦

博本和北图本应产生于九世纪后半”。 〔15〕

根据日本川上天山的研究， 〔16〕 西夏文《坛经》是在
西夏官方护持下从汉文翻译的，翻译的地点是敦煌，翻译的

年代是北宋熙宁四年，即公元1071年。
这表明，从公元9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二百年时间里，

在从敦煌到西夏地区一直流行载有六祖慧能两首“呈心偈”
的《坛经》。
犹可注意者，西夏文《坛经》已经有了章分题目。这说
明西夏文《坛经》的底本不是来自该地区有百年以上流传历
史且不分章目的敦斯本和敦博本，而是来自中原的已经有了

章分题目的版本。
在西夏本翻译之时，慧昕本（公元967年） 早已经流传

于世，并且已经有了周西古本 （公元1012年）、兴圣寺本

（公元1031年）。德异本（公元1076年） 也即将面世。但西夏
文《坛经》仍然如同敦斯本和敦博本一样，慧能偈颂仍然是
两个，文字也极为相近，而经文却又有章分题目。这就说明
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敦煌地区《坛经》中慧能的偈颂一定
是被写成两个偈颂，而无论其底本是否只有一个偈颂。
这进一步表明，敦煌地区的传承有它自己特定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慧能偈颂一定是两个，而不是“本来无一
物”的单一偈颂。
从公元9世纪半的《敦博本·坛经》开始，到10世纪的

《敦斯本·坛经》，再到11世纪后期的《西夏文·坛经》，两百
年的时间里，在敦煌地区周围，流行着迥异于中原的以六祖

慧能两首“呈心偈”为特征的《坛经》。该《坛经》流行了两
百年，以敦煌和西夏为流行地区，可以称为敦煌系《坛经》。
反观中原地区，除了存世的诸本《坛经》之外，根据释
净慧《〈敦煌写本坛经〉是“最初”坛经么？》 〔17〕 一文，8
世纪初期的《天台三圣诗·丰干禅师诗》、 〔18〕 公元9世纪中
黄檗希运禅师 《宛陵录》、公元10世纪中叶 《祖堂集》 并
《宗镜录》所载都是“本来无一物”的单一偈颂。
六祖慧能大师离世于公元713年，即使丰干禅师的诗作

于晚期，也和六祖处于同一个时代稍后。由此基本可以判定
从公元8世纪初期的丰干禅师题诗到9世纪《宛陵录》再到诸
本《坛经》，在汉地中原、日本、韩国佛教界所流行的慧能
“呈心偈”都是“本来无一物”的单一偈颂。
佛教界以外的流行情况也同样是“本来无一物”的版

本，如：

1．“有僧神秀，于廊壁书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
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能宻于偈侧写云，菩提本
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 〔19〕

2．“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
勤拂拭，莫遣染尘埃。能时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间，闻之
乃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夜请同侣，书一偈于秀偈傍
曰，菩提本非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
五祖闻之来观，心契。法嗣遂定。” 〔20〕

3．“忍大师有僧神秀，于廊壁书偈曰，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有居士卢慧能，密
于秀偈侧写云，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

假拂尘埃。大师乃传法于能。” 〔21〕

这些文献的作者大都是儒门内的人，在北宋以后，理学

已昌明起来，而儒门所引用的也都是“本来无一物”，的单
一偈颂。
因此，从公元8世纪中期开始到当代，在汉地中原、日

本、韩国地区流行着以“本来无一物”的单一“呈心偈”为
特征的《坛经》。与前述敦煌系《坛经》相对照，称这种以
单一“呈心偈”为特征的《坛经》为中原系《坛经》。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自1900年敦煌文书面世以来，经过

众多先辈学者的挖掘、研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个系统的
《坛经》。一个是敦煌系《坛经》，以六祖慧能两首“呈心偈”
为特征，流行于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流行时间到11世纪；
另外一个是中原系《坛经》，以六祖慧能一首“呈心偈”为特
征，从公元8世纪开始到当代，流行于汉地、日本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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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寅恪对“呈心偈”的二元论分析
在《禅宗六祖慧能传法偈之分析》一文中，陈寅恪先生

认为：

“神秀慧能传法偈坛经诸本及灯录等书所载，其字句虽
间有歧异之处，而意旨则皆相符会。” 〔22〕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不同版本《坛经》慧能偈颂的差异
不构成思想的差异。在这个“意旨则皆相符会”的结论下，
陈寅恪先生依据《敦斯本·坛经》所载的两个偈颂对其展开
了分析并得出结论：

“今神秀慧能之偈仅得关于心者之一半。其关于身之一
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然古今传诵，以为绝妙好
词，更无有疑之者，岂不怪哉！” 〔23〕

陈寅恪先生的主要结论是神秀和慧能的偈颂仅有关于心

的一半，而没有关于身的一半，或者说没有讲好身。合理的
安排应是既讲心，又讲身，把身、心两个方面都讲到，讲
好。应该说，这种意见并不过分，也得到后来诸多研究者的
认同。
那么陈寅恪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此偈之譬喻不适当。何谓譬喻不适当？考印度禅学，
其观身之法，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以说明

阴蕴俱空，肉体可厌之意。” 〔24〕

陈寅恪先生的视角是“印度禅学”，所用之法为“观身
之法”，人身所比为“芭蕉”等，所明之意为“阴蕴俱空，
肉体可厌”。 〔25〕

其所考的第一个例证是鸠摩罗什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二四·善达品第七九》并引文云：

“行如芭蕉叶，除却不得实。”
堪阅大藏，陈寅恪先生引文的上下文为：

“云何知行相？云何知行生灭？云何知行如？知行相
者，行如芭蕉，叶叶除却，不得坚实，是为知行相。知行生
灭者，诸行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是为知行生灭。知行如
者，诸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垢、不
净，是为知行如。” 〔26〕

该段经文前讲色、受、想，该段经文后讲识。总问题是
回答须菩提的一个问题“云何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能
学五受阴相”。 〔27〕 这里“行”不是“行为”义，而是指念
念迁流的意念流。该段经文义谓，从相的角度讲，意念就像
芭蕉树一样，除去茂密的叶子，找不到一个坚实的存在；从

生灭的角度讲，意念流没有一个来处，也没有一个去处；从

如的角度讲，意念流没有生起、没有灭失、没有来、没有
去、没有增加、没有减少、没有诟染、没有净洁。从相、生
灭、如这三个角度都能够把握意念流了，那就是在行般若波
罗蜜并且能学行阴相了。
陈寅恪先生此案例的考证分析有如下几个问题：

1．陈寅恪先生的视角是“印度禅学”，陈先生却举出
了“印度般若学”的例子。

2．所用之法为“观身之法”，人身所比为“芭蕉”。但
该段经文是讲“菩萨怎么样行般若波罗蜜，学五受因相”，
而不是讲“观身之法”。

3．所明之意为“阴蕴俱空，肉体可厌”。但该段经文

是讲其中的“行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
减、不垢、不净”，这与陈先生的“阴蕴俱空，肉体可厌”
相去甚远。比照现实事物而言，则“空”是减法，经文分明
言“不减”；“空”是灭法，经文分明言“不灭”。“可厌”
是“去”法，经文分明言“不去”；“可厌”是“垢”法，
经文分明言“不垢”。
况且这里根本没有“身”的概念。“身”属于十八界或
十二处系统，“处”、“界”是有特定空间、处所的存在，
五蕴是无空间处所的存在。根本属于不同的哲理系统，其语
境、意义完全不同。

4．陈寅恪先生把该段经文的“行如芭蕉，叶叶除却不
得实”改编成“行如芭蕉叶，除却不得实”，改编了文本。
所以陈寅恪先生此一例证，并没能证成自己的论点。
陈先生所考的第二个例证是：

“又鸠摩罗什等禅祕要法经中云：先自观身，使皮皮相
裹，犹如芭蕉，然后安心。”
陈寅恪先生引文给人以先观身后安心的印象，这似乎是

身、心双全之策。“先自观身”，“然后安心”似乎达到
了陈寅恪先生所自认为的“不仅得身之一半，也得到了心
之一半”。
该引文正是陈寅恪先生批评神秀慧能偈颂“今神秀慧能
之偈仅得关于心者之一半。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
言，俱不可通” 〔28〕 的理论根据，并且该根据是经证的圣

言量。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细绎偈文，其意在身心对
举，言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 〔29〕

从“身心对举”，“言身”，“言心”说明陈寅恪先生持有一
种身心二元论，并且其所举证的经典安先生的引文也是身心

二元论思想。
然而勘察大藏，该段经文出自鸠摩罗什译 《禅秘要法

经·中卷》开头，原文完整段落为：
“佛告阿难，汝今至心受持此四大观法。慎勿忘失，为
未来世一切众生当广演说。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
行。作此观时，以学观空故，身虚心劳，应服酥及诸补药。
于深禅定，应作补想观。补想观者，先自观身，使皮皮相
裹，犹如芭蕉。然后安心，自开顶上想。复当劝进，释梵护
世诸天，使持金瓶盛天药。释提桓因在左，护世诸天在右，
持天药灌顶，举身盈满。昼夜六时，恒作此想。若出定时，
求诸补药，食好饮食，恒坐安隐，快乐倍常。修是补身，经
三月已，然后更念其余境界。禅定力故，诸天欢喜。时释提
桓因，为说甚深空无我法，赞叹行者，头面敬礼。以服天药
故，出定之时，颜色和悦，身体润泽，如膏油涂。见此事
者，名第十六四大观竟。” 〔30〕

该段经文承接上卷的“四大观法”，由于作观的缘故，
造成“身虚心劳”，不仅需要吃好喝好，还需要作一个补充
精气的“补想观”。
在“补想观”中的“安心”并不是禅宗慧可见达摩的

“安心”，而是用心想来开顶，如经文云“然后安心，自开顶
上想”。并非如陈寅恪先生引文的意思是“先自观身”，“然
后安心”，既有观身又有安心的“文意完备”。
陈寅恪先生依据自己“身心对举”的思想“细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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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其所引用经文并非是“身心对举思
想”。身之于心在引文中恰恰是“非对举”关系，身之于心
是“重轻”关系，身重心轻，心为观身服务。为了使经文能
配合自己的“身心对举思想”的“细绎”，陈寅恪先生如第
一则考证一样改变了经文的句读和含义。

“仅得关于心者之一半。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
意言，俱不可通。” 〔31〕 从思想上来说，这是身心对举的二

元论思想要求。而佛教经文无论是重身还是重心都属于一元
论思想。
更重要的是《禅祕要法经》的缘起是王舍城比丘迦絺罗
难陀遍请舍利佛等五百比丘为其“广说法要”，而每个人都
为他讲说了七遍四谛，但该迦絺罗难陀比丘就是不明白。最
后佛陀亲自为其传讲七遍，仍然不悟，而旁听的五百天子却

得了法眼净。由此因缘，佛陀开讲“系念法”，开演白骨观、
不净观、四大观等系列“禅观法门”。
也就是说，应迦絺罗难陀比丘要求佛陀和五百比丘为其

演说了三百余遍四谛教理，而迦絺罗难陀比丘不能由智慧的

领悟而得度。
“时，迦絺罗难陀闻诸天语，心怀惭愧，悲咽无言，举

身投地，如太山崩。即于佛前，四体布地，向佛忏悔。”〔32〕

佛陀只好为迦絺罗难陀别开“禅观法门”。该段经文缘
起正表明“般若度”与“禅定度”的差异，不能把“般若
度”和“禅定度”混淆。

“禅定度”重身，在身心关系中属于“重身一元论”，
因此，其修行要求种种调身、观身之法。“般若度”重心，
在身心关系中属于“重心一元论”，因此，有种种教理之开
演以达到清理心中观念之效果。
纵使“禅定度”与“般若度”有些许思想关联，也非如
陈寅恪先生所希望的“既有身之一半，也有心之一半”之
“身心对举”的二元论思想。就神秀慧能“呈心偈”而言，
则完全是要求“见解”，属于“般若度”。
陈寅恪先生的分析既混淆了“禅定度”与“般若度”的

“禅”在思想上属于两个系统，同时也忽视了无论是“禅定
度”还是“般若度”都属于一元论思想，只不过前者属于身
一元论，后者属于心一元论。并没有陈寅恪先生所言的“身
心对举”的二元论。
四、神秀“呈心偈”的意蕴
那么神秀“身如菩提树”的譬喻是否有出处？他的偈颂
代表了什么样的思想和宗教体验呢？

在《大般涅槃经》中有这样的观念：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色是无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

常住之色……色即是苦，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安乐之色……
色即是空，因灭空色，获得解脱非空之色……色是无我，因
灭是色，获得解脱真我之色……色是不净，因灭是色，获得
解脱清净之色……色是生老病死之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
非生老病死相之色……色非寂静，因灭是色，获得涅盘寂静
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若有人能如是知者。
是名沙门、名婆罗门，具足沙门婆罗门法。” 〔33〕

早期佛教人们熟知的“无常之色”在这里变成了“常住
之色”。如果说“无常之色”的“可厌之身”可以譬喻为

“芭蕉”，那么“常住之色”的“可爱之身”譬喻为“菩提
树”是同理可成的。其思想来源和理论根据就是《大般涅槃
经》等佛性思想。
神秀“身是菩提树”之譬喻恰恰表明神秀在思想观念上

认同佛教后期的涅槃佛性观念而不是认同早期小乘佛教的无

常观念。譬喻的不同不是作文的问题，而是思想观念使然。
在佛教理论系统中任何观念都有一个演化变迁的过程。

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概念之内蕴也会产生变换。就身观而
言，早期佛教主要讲“世俗无常身观”，而到后期大涅槃时
则是讲“佛性常身观”。如果不注意佛教早期与后期的差别，
小乘与大乘的差别，那么就会对这些概念产生误解，同时也

会对缺失神秀心路历程“默应”，更为重要的是可能抹杀神
秀和慧能作为时代佛学大师的争论焦点。
按照上述所引涅槃经“常住之色”的思想，把世间的无
常、变坏之色修成出世间的常住、无坏之色。这个过程只能
是渐进的修行过程，并没有顿悟的思想。神秀的思想重心在
“身”而不在“心”，神秀偈子的“心”只是明镜台，是用来
放置明镜的，不是明镜本身。
根据管维良《中国铜镜史》的研究：
“铜镜使用日久，镜面昏暗，需要加以磨光，因此，古

时磨镜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宋以前多直接用手拿着
系在镜钮上的绦带来照影，或放置在一种很低的镜台上”。
……“为了使铜镜不沾灰尘，古人常把铜镜放在奁中。”〔34〕

古代的镜子有两种布置方式，一种是把镜子安放在镜台

上，并且镜子极易沾灰尘，需要入奁和打扫。
神秀偈子的重心在“身”，并且身是菩提树，具有明显

的“常住之色”的思想。“心”只是个台子，是安放镜子的
处所，神秀打算在这个心台上安放什么呢？当然是“佛性”，
何以如此呢？

镜台上当然要放一面镜子，这是被取譬的现实实物之关

系。并且台上这面镜子很容易染上灰尘，需要用奁盛装起
来，经常打扫。镜子本身也极易失去光泽，还需要经常磨光。
在神秀的譬喻中，心台上所放“佛性”，是无常的、染

污的，这是否符合佛性思想呢？

根据《大般涅槃经》，“佛性”虽然是一切众生具有，
但在如来、后身菩萨、九住菩萨及八住至六住，五住至初住
菩萨等不同阶位却是不同的，有七事、六事、五事的不同。
而断善根人是定有佛性还是定无佛性，则只能置答。 〔35〕

八住至六住菩萨五事是“一真二实三净四善五可见”，五住
至初住菩萨五事是“一真二实三净四可见五善不善”，二种
五事中均没有“常”。“佛性”在断善根位则根本不能回答。
因此，根据《大般涅槃经》，“佛性”在不同阶位的等

差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并没有顿悟的思想。神秀“呈心
偈”的思想是符合“佛性”说的，从中不能得出顿悟的观
念，只能渐修渐得。
另外一个方面，根据《大般涅槃经》“佛性”是“身”

有，不是“心”有，如经所言：
“我今身中定有佛性”……“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
我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36〕

因此，神秀法师“呈心偈”的思想是契合“佛性”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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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是一种无常、渐修、重身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宗教体
验只能走“重身轻心”的“禅定度”道路，需要不断地通过
“整治心”的“拂拭”来达到“佛性显现”的“身是菩提树”。
五、中原系《坛经》慧能“呈心偈”对传统的继承
慧能认为“菩提本无树”。从古印度传统来说，诚如陈

寅恪先生所考察的菩提树是“毕多罗树”，佛坐其下而成正
觉，故谓之菩提树。从思想上来说，慧能不认为“身”是菩
提树，这个世俗身是个微脆之物，纵然是根据涅槃佛性思想

“获得常住之色”，也要有个灭掉、转换的过程，因此，当下
之身绝不是菩提树。

“明镜亦非台”则正显明慧能反对神秀把“心”比作镜
台，在这个“镜台”上再安立“佛性”而把佛性和心性异化
开来的观念。

“心正是境”，能照明显了，同时“非台”。这里“台”
的另外一个含义指实体，“非台”就是反对把心实体化。心
才是“重心”，心“非实体”，“心”上无一物可得，心上绝
无“佛性”可安立。
既然“心”非实体，又没有任何家具物件，也就谈不上
落什么尘埃，因此，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只有
“本来无一物”才能不立阶次、顿然成就。
慧能的偈子重在“心”，“心”非实体，“心”上无一

物可得，非实体的“心”本身也不可得。
这样的“心”只能依赖《金刚般若经》这类经典的“如

何降服其心”来寻求顿然安心的法门。而无法依赖《大般涅
槃经》“身中定有佛性”，和“佛性”有“七事、六事、五
事”之别的渐修历程来有相安心。
历来公认，达摩西来以四卷《楞伽经》印心，《坛经》云：
“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

相，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 〔37〕

这告诉我们在五祖弘忍时代，禅门内对《楞伽经》传统
的重视。而恰恰是《楞伽经》云“大乘诸度门 诸佛心第
一”， 〔38〕 六祖慧能“重心”与《楞伽经》传统完全契合。

“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上上
法” 〔39〕 也就是说成佛作祖只能是心法，不可能是别法。
禅宗号称“成佛”，只能走心法的道路，在这一点上神

秀偈和慧能偈所体现的思想有着根本的道路和方向差别。
神秀坚持的是“涅槃佛性”思想，在宗教体验上走的是

“禅定度”的道路，神秀一个不小心几乎溜到了“小乘涅槃”
思想中去。慧能坚持的是“心自性”观念，在宗教体验上走
的是“般若度”道路。二者相比较，唯有慧能坚持了《楞伽
经》“心自性”传统。从这一点来看，只有慧能堪受衣钵。
而强调“身”的神秀诚如五祖所言“只到门前，尚未得
入”， 〔40〕 神秀的偈子不仅思想是渐的，即使是宗法也是对

《楞伽经》传统的偏离。
按照《楞伽经》衡量，神秀的“心上有佛性”的观念是
几乎属于二见的恶见论。如《楞伽经》云“大慧，云何外道
论恶见共？所谓自境界妄想见，不觉识自心所现，分齐不

通。大慧：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义作二见论”。 〔41〕

对此二见论，后来的禅师曾猛烈抨击为“外道见”。如在有
关《坛经》的争论中广为引用的《南阳慧忠国师语》。 〔42〕

但一般引用此段资料多注意“把他《坛经》改换”这句话而
强调《坛经》版本不同的改篡，忽视了在思想上发端于神秀
和慧能“呈心偈”的“二见”争论。
是“二见”，还是“不二见”正是神秀和慧能“呈心偈”
争论的焦点所在，而对“二见”的批判正是肇端于《楞伽
经》。
另外一个问题是从《楞伽经》向《金刚般若经》的“转
变”，这个“转变”甚至被胡适之先生称为“革命”。胡适之
先生云：

“滑古台大会是北宗消灭的先声，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
一大革命” 〔43〕 “那不识字的卢行者（慧能） 便是楞伽宗
的革命者，神会便是他北伐的急先锋。” 〔44〕

胡适之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禅宗之“禅”对
“禅定度”之“禅”是巨大的变革。但仔细考察，这样的
“革命”和“转变”并非是从《楞伽经》到《金刚经》。因为
在《楞伽经》中就存在般若思想，如《楞伽经》云：

“度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 〔45〕

“度自心现无所有”正如前文的分析，心上不能安立
“佛性”，也不呈现为任何事物。“得住般若波罗蜜”恰恰是
《金刚经》“云何应住”问题的答案。而《坛经》的主旨思
想恰恰也是强调“般若”，如“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般
若智”、“般若三昧”等。《金刚般若经》也正是以“云何
应住”、“云何降服其心”为问题的发端。

“他们的革命旗帜便是是‘顿悟’。” 〔46〕 这“顿悟”
思想也同样来自于《楞伽经》，如经云“如是大慧，若阴、
界、入性，已灭、今灭、当灭，自心妄想见，无因故，彼无
次第生”。 〔47〕 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其性皆无次第，无
次第方可顿悟。

《坛经》 云“慧能一闻，心便明悟”。 〔48〕 虽然是闻

《金刚经》而悟，但这一悟在教理上是什么需要 《楞伽经》
来详细开解，慧能并不识《楞伽经》，那么只有依靠师承来
解说，故“唤慧能堂内说 《金刚经》”。 〔49〕 而 《楞伽经》
虽在理论上百般解说“自性”、“心”、“识”，在实践上
“云何应住”、“云何降服”、“云何修行”只能依赖《金刚
般若经》来给予广泛开解。这是《楞伽经》思想与《金刚
经》思想的辩证关系，是思想进路使然。
般若经还有直接言明心性的观点，如 《大般若经》 云

“若菩萨摩诃萨欲通达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响，如像，如
光影，如阳焰，如空花，如寻香城，如变化事，唯心所现，

性相俱空，应学般若波罗蜜多”。 〔50〕 此中“一切法唯心所
现”同样是心性思想。因此，《楞伽经》与《金刚经》思想
是一脉相通的，并不存在“革命”和“转变”的发生。
那么是否根本就没有革命和转变呢？应该说既有“革

命”也有“转变”，只不过这个“革命”和“转变”不是从
《楞伽经》到《金刚经》，而是从“禅定度”的禅到“般若
度”禅的革命和转变。
中国佛教自东汉安世高就开始传授“禅定度”的禅之理
论和实践，当初称为“禅数学”， 〔51〕 后经鸠摩罗什翻译

《禅密要法经》等禅观文献再到佛陀跋陀罗翻译《达摩多罗禅
经》，禅定度禅学甚为发达，出现了北齐稠禅师等诸多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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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世高约略同时的支娄迦谶则传授般若学等大乘理

论。但自东汉讫唐初，中国大乘佛学多是义理而绝少禅学。
禅学虽代有传承，但仍是“禅定度”意义上的禅，并没有大
乘独特禅法的建立。般若学从支娄迦谶的支系到鸠摩罗什、
僧肇的关中之学再到三论学说的建立以及玄奘大般若经的翻

译始终在思想哲理层面探讨义理，直至“那不识字的卢行
者（慧能）”大乘佛学才建立真正的大乘禅法，并以“禅”
为表宗。
这一“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从支娄迦谶到六祖慧

能历经约五百年的孕育才得以建立，大乘佛学最终从义理走

向了实践。而其思想的发展则经历了身一元论到心一元论，
从心一元论再到“二见”和“不二见”的曲折历程，伴随着
禅数学、净土学、般若学、涅槃学、毗昙学、唯识学的连续
变换和义理争论。可以说，没有大乘佛学几百年的繁荣和论
争的积累就没有六祖慧能的“不二见”顿悟革命。
六、敦煌系《坛经》慧能“呈心偈”的个案分析
敦煌系所载慧能“呈心偈”，其一云“菩提本无树，明

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这个偈颂的第一个问题是于取譬脱节。“明镜亦无台”，

“明镜亦非台”只有一字之差，但意理全乖。
根据前文所引管维良《中国铜镜史》的看法，有些镜子
是放在镜台上使用的，这里却说“无台”，言下之义是所有
镜子都系着绦带悬在那里；第二个问题是与神秀的偈颂失

偶，完全失去呼应。神秀说的是“有台”情况，这里说无
台，大家自说自话，完全不搭界。第三个问题是思想上“佛
性”之“常”和“清净”是有问题的，几乎可以肯定不是
《涅槃经》思想。因为“常”在两个“佛性五事”中没有，
若把“常”解释成一种词语形容，只是对“清净”的修饰，
带来的问题是“清净”本身不是“现量”境界。纵使修持有
所得的僧侣，也需要入定才能进入“清净”。那么整个禅宗
体系必须强制性地把“定”列为前行功课，定成功才能现前
“清净”。“禅”需要“禅那”才能发生，而不是定慧同时。
这意谓着先走小乘，后走大乘的路子，等于先修声闻，后来

回心向大，其转承起伏已经非常复杂了，禅宗整个体系都需

要转变。既不能顿，也不能一悟至佛地。
与此相对照，无论迷、误，“心”则是现量境界，只有

当下现量才有迷误抉择。而“清净”之现量境界凡夫无份，
至少需到小乘预流果。“心”之现量境界则人人有份，纵断
善根之一阐提亦有，差别只是迷误不同而已。若说“清净”
是人人具有的当下现量，那么人人已成圣果，不需禅宗来教

导多此一悟。故“佛性常清净”偈颂不能成立。
第二个偈颂为“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

净，何处染尘埃”，这看似一首绝妙好词，但于取譬的镜子
与镜台的关系根本脱节。古代铜镜需要时常磨光，根本不是
本清净的。不磨只是粗铜，不上水银如何鉴人？如何可光？
另外明镜需要放在奁里，以免灰尘打扰，这是用镜者人人皆

知的事实，并不能说“不染尘埃”。至于其思想伦理则显得
尤为粗糙。镜子需放在镜台上，按此道理，此偈颂就是心在
身里，而“肉团心”本身就是身之一部，不具有思想的
“心”义。因此，第二个偈颂是最离谱的。

通过认真辨知，敦煌系《坛经》所谓的慧能偈颂有诸多
问题。从思想内容上考察，敦煌系《坛经》已经是严重异化
过的本子，远不如中原系慧昕本、德异本《坛经》尚能保持
慧能偈子的思想纯洁性。
问题不仅如此，在敦煌系《坛经》中，除了这两个不通
的偈颂外就只有神秀的偈颂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
是一个“二见思想”的偈颂，是“心上安立佛性”。这个佛
性因为“慧能偈颂”的“佛性常清净”得到了加强，并且是
南禅顿悟的传宗法宝。这样的南宗顿悟在宗教体验上是个什
么样子呢？

历史上，禅宗不仅在汉地传播，也因为敦煌失陷于吐蕃

而把禅宗传入了吐蕃，“于五天竺国请婆罗门僧等卅人，
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同会净城，互说真

宗”。 〔52〕

摩诃衍禅师把南宗顿悟禅法传入了藏地，然而，最后结

果不是禅宗在藏地得到弘传，而是摩诃衍大乘和尚被驱逐出

藏地。
《大乘顿悟正理诀》记载：“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

诏命：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

任道俗依法修习。” 〔53〕

这是摩诃衍等引经据典力辩婆罗门僧取得的成绩。然
而，当深达唯识中观的莲华戒与摩诃衍辩论时，摩诃衍失败

了并且被驱逐出藏地。摩诃衍被驱逐导致后宏期的花教、黄
教一概视禅宗为错误的佛法。宗喀巴大师也几乎是开讲必批
汉地和尚宗，甚至“不许阿赖耶识”，连阿赖耶识思想也被
宗大师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问题在哪里呢？
摩诃衍的《大乘顿悟正理诀》给出了答案：
“旧问：若离想不思不观，云何得一切种智？答：若妄

心不起，离一切妄想者，真性本有及一切种智自然显现。如
华严及楞伽经等云，如日出云，浊水澄清，镜得明镜，如银

离矿等。新问第十问：此言是实，乃是已成就具势力之法，
非是凡夫之法者。答：此义前言已答了，今更再问。譬如莲
花，出离淤泥，皎洁清净，离诸尘垢，诸天贵人，见之弥

敬。阿赖耶识亦复如是，出习气泥而得明洁，为诸佛菩萨天
人所重，凡夫众生亦复如是，若得出离无量劫来三毒妄想分

别习气淤泥，还得成就大力之势。凡夫缘得三毒妄想盖覆，
所以不出得大势之力。” 〔54〕

“不想、不思、不观，如何得一切种智？”对于这样的
问题，摩诃衍的回答是“妄心不起，离了一切妄想，那么本
有真性就自然显现了”。也就是说，在“心上有佛性”的前
提下，离开心之妄想，本有的佛性就显发出来，从而成为具

有一切种智的佛陀了，也就是成佛了。
摩诃衍的回答还给出了譬喻，“如日出云”、“浊水澄

清”、“如银离矿”。这些譬喻都说明摩诃衍持有的恰恰是
“心上安性”的见解，属于错解佛性的“二见思想”，并且把
阿赖耶识看作与“习气泥”对立的皎然“明洁”。这种错误
的二见思想在莲华戒这种深达中观，并且是唯识中观的行家

面前是没有藏身余地的。因此，弘扬禅宗的摩诃衍被驱逐也
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对于摩诃衍这段著名的“吐蕃僧诤”公案，萨迦班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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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明释迦牟尼诸密义》中批判“汉地比丘……如通达
心，为‘万能法’”。 〔55〕 这说明萨迦班智达对心一元论是

不理解的，也根本无法分辨心一元论之上所建立的“无二
见”。没能从佛教教理上根本抓住摩诃衍的思想和哲学错误。
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用缘起理论批判汉地大
乘和尚“无分别” 〔56〕 表明宗喀巴大师虽然学识渊博，但

对摩诃衍的“二见”也没有从佛教教理上说清楚。日本佛教
学界认为存在着“以摩诃衍为中心的禅法系统”， 〔57〕 也只

是从藏传禅宗文献的角度立论而没有意识到敦煌系《坛经》
正是摩诃衍系“二见禅法”的根本文献。摩诃衍只是敦煌系
《坛经》“二见禅法”的代表性禅师之一。
摩诃衍被驱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思想观念和宗教体验

而言，摩诃衍持有和敦煌系《坛经》一样的二见思想。而正
是这样的二见思想使禅宗在藏地招致极大误解，汉传佛教失

去了在藏地以文化软实力立足的重要契机，从此藏地佛法倾

心印度而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因此，敦煌系《坛经》以敦煌为中心，旁及吐蕃、西夏，

所代表的是一个“心上安性的二见”思想和理论传承系统。
七、初步结论
感谢敦煌宝藏的出土和诸多前辈的挖掘、整理、研究，

使我们今天能看到两个系统的《坛经》和围绕《坛经》义理
发生的诸多故事。
辽道宗在华严学的背景下曾经焚毁过《坛经》； 〔58〕 吐

蕃在“唯识中观”的支持下曾经驱逐过大乘摩诃衍；南阳慧
忠国师曾经激烈呵斥过“外道二见”。
敦煌系《坛经》以慧能两首“呈心偈”为特征，以“心

上安性”的“二见”为思想倾向。其影响所及遍及中原、敦
煌、西夏乃至吐蕃甚至辽境。改派传承体系也曾经煊赫一
时，但终归消殒，只能历史地展现在我们的心灵视野中，其

存世的《坛经》以古本文献的方式在20世纪的“新发现”中
展现在世人面前。敦煌版《坛经》包括已经面世的《敦斯
本·坛经》、《敦博本·坛经》和《西夏文·坛经》。
中原版《坛经》从8世纪初丰干禅师题诗开始就一直记

录并流传着慧能的单一“本来无一物”的“呈心偈”，其思
想特征是“心性无二见”。其传承体系从曹溪开东山法门开
始再到滑古台大会直至百丈清规一直延续至今。中原版《坛
经》包括《慧昕本·坛经》、《德异本·坛经》、《宗保本·坛
经》、《净戒本·坛经》和衍刻存世的各种异本。
因此，从《坛经》文本差异、思想特征、流传地域等方
面来考察基本认为有两个《坛经》传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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